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六年二月號 總第 47 期 2006年2月28日

 

慈善捐贈、私人資本與大學發展研究

⊙ 王成軍

 

捐贈，又稱「慈善捐贈」，是個人或組織將擁有處置權或所有權的財物交與他者使用或擁有。捐贈行為

是一種慈善行為，在道德評價體系中是被視為高尚的、值得彰揚的行為（李朝，2004）。一方面，毋庸

置疑，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現實存在的捐贈大多是無私的、無償的，甚至是無名的（匿名或隱名）；捐

贈的動機源自人的互助友愛的本性。從這個層面上說，捐贈與利益（好處）「風馬牛不相及」也；另一

方面，捐贈又與廣義上的「利益」緊密相連的，這兒「利益」所包含的層面相當廣泛，既可以是物質

的、有形的，也可以是精神的、無形的；既可以是「短平快」的利益，也可以是長遠的、深刻的、內蘊

式的影響。實際上，在某種更廣泛意義上來說，捐贈是一種以較小風險贏得集優股的社會性事業積極投

融資。

從組織構成來看，現代社會的社會組織可以分為三大類，即政府組織、營利組織和非營利組織，它們分

別是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主要組織形式。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塞拉蒙教授認為，非營利

組織應該具有六個基本特徵：一是「正規性」，即非營利組織必須具有正式註冊的合法身份；二是「民

間性」，即非營利組織應從組織機構上與政府分離；三是「非營利性」，即非營利組織不得為其擁有者

謀求利潤；四是「自治性」，即非營利組織要能控制自己的活動；五是「志願性」，即在非營利組織的

活動和管理中均有顯著的志願參與成份；六是「公益性」，即非營利組織要服務於某些公共目的和為公

眾奉獻（徐永光，2004）。加州大學前校長克拉克‧克爾作過一個統計：1520年之前全世界創辦的組織

中，現在仍然用同樣的名字、以同樣的方式、幹著同樣的事情的，只剩下來的八十五個全為非營利組

織，其中七十個是大學，另外十五個是宗教團體（張維迎，2004：10）。不難得出，長遠了看，總體而

言，非營利組織的生命力頑強於政府組織和營利性組織。

這裏研究的捐贈，便是非營利組織的一類主要活動，以及企業等營利性組織通過非營利性組織或由其個

體直接參與的諸如成立基金會、捐助「希望工程」等一類慈善型公益活動。同時此外，非營利組織的主

要活動還包括學術研究、行業管理、國際交流、社區管理、中介機構、公民互助等等。近二十年來，中

國的非營利組織尤其是社會團體獲得了一定的發展，僅正式登記的社團就從六千多個增加到二十多萬

個，增加了三十三倍。諸如慈善捐贈個人、團體或組織等這些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關係是以「合作」而

非「對抗」，對於「政府失靈」以及「市場失靈」所帶來的公共物品和服務的缺遺與不足構成了必要的

緩和與補充。

一 對捐贈現象的歷史考察

從歷史上看，在中世紀及中世紀後期，西方近代以前的傳統時代慈善、公益事業除技術上的落後特徵

（活動領域狹小，主要限於救濟孤兒、施捨醫藥等等）外，在觀念形態與社會組織層面更有明顯的特

點：在觀念上慈善過份依賴於宗教意識，被看作是一種單方向的「賜與」（giving），不可能形成「公

共物品」的概念（Schneewind, 1996；秦暉，2004）。活動局限於狹小的群體，而且往往被納入傳統共



同體的束縛──保護關係中，施捨者與被施捨者間形成一種人身依附紐帶。如十六世紀都靈地區「慈善

與權力」存在著明顯的相關性，捐助者建立免費醫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為通往統治者地位的橋樑。文

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最著名的慈善機構英諾森養濟會，則是直接受庇於教皇的。它雖然也由教會募捐來

支持，但那時的認捐屬於對教會盡義務，並無「志願」性質。

在荷蘭，十七世紀阿姆斯特丹的傳統社區捐贈基金與教會慈善基金尚處在「黃金時代」，但十八世紀後

因「資本主義的興起」，市民社會出現了「財政上的保守與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與金錢」的

關係日顯，傳統慈善基金制度隨即衰落了（Mccants, 1997）。在英國，原由教會主持的慈濟診所與藥房

在十八世紀大都世俗化，轉由世俗政府及企業支援，當時在約克、里茲、赫爾、設菲爾德等地的這類醫

療公益還帶有行會性，到十九世紀這種行會性也趨於消除。如在哈德菲爾德的紡織業慈濟診所中，1841

年還有57%的病人是紡織業雇員，到1871年這一比例降至22%；但診所超越行會性而向社會開放的同時，

慈善性也逐漸為商業性所取代了（Barry and Jones, 1991：149－169）。十九世紀法國的傳統社區互

助協會在擺脫村社、行會、教會的色彩後也發展迅速，其數從1852年的2488個發展到1902年的13673個，

會員由23.9萬增至207.4萬。但同時其慈善色彩也大為減退。到1910年，這類協會總預算收入達6298萬法

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萬，即18.8%來自捐贈、遺產贈與及成員的自願奉獻；另有1172萬（18.6%）來自

政府資助，3936萬（62.5%）來自帶有自惠性的入會費或會金──而這部分取之會員，用之會員的資金作

為入會條件實際上是一種交易（Barry and Jones, 1991：172-186）。

在美國拓荒時代，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傑明·佛蘭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

早公益組織之一「佛蘭克林基金」（正式名稱為美國仁愛協會），以佛蘭克林捐贈的遺產為本金，富氏

原定的資助對象是：波士頓、費城兩地「有優良聲譽的已婚青年發明家」。 一般的說，基金會是向社會

籌措資金以興辦、維持或發展某項福利事業的社會組織。但到了戰後的1962年，隨著第三部門與公益事

業的發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贈者個人意志分散的局限，作為分散的捐助者的個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

把這些捐贈整合為統一的資助意向並服務於更大的社會目標的「近似原則」也就日益擴大了適用性，並

成為志願捐助信託基金的通行準則。基於此，佛蘭克林基金會終獲法律許可，在「近似原則」下把最初

專為青年發明家而設的這筆錢用於資助醫學院學生及醫院職員，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於支持

開辦佛蘭克林學院（Weaver, 1967：21-22；秦暉，2004）。

其後，隨著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和進一步發展，由大筆私人遺產捐贈而設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來自宗教的

慈善基金而成了救濟事業的支柱（Alvey, 1995：12，19；秦暉，2004）。隨著「理性主義的福音主義」

的興起，濟貧施藥養老育孤這類事業逐漸轉由國家主辦，民間世俗基金便更多地關心公眾的精神需求，

同時現代化要求的政教分離趨勢也使國家不便支持教會，民間世俗基金便成為宗教這一特殊「公共物

品」的主要投資者。基督教博愛思想、救世情懷與利他主義雖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為的精神動力之一，

但教會本身已由施助者變成了主要是受助者。「教會資助社會事業」遂為「社會事業資助教會」所取代

而成為現代公益的一大特徵。十九世紀興起的私人捐助信託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漸退出傳統慈善領域

即對特殊不幸者的施捨，而轉向了對公共生活的關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則是二

十世紀興起的環保等領域。在美國這一點尤為明顯，二十世紀60年代前期美國全國公益來源有八成來自

個人捐贈，而在公益開支中宗教佔了將近一半（49%），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

（14%）、保健（12%）、其他（8%）（Weaver, 1967：62-65）。

二 捐贈與美國私立大學成長

就世界範圍內來看，很多一流大學都在美國，而美國的很多大學都是私立的，同時這些私立的大學又大

抵多是靠私人資本慈善捐助發跡的。下面筆者在參照前輩人研究的情況下，不揣譾漏有意就這一美國社



會趣味現象進一步作一番對比分析考量。

（一）哈佛捐贈遺風

1633年，畢業於劍橋大學的清教牧師約翰‧艾略特（J. Eliot）致信麻塞諸塞當局，力陳在麻塞諸塞灣

建立一所學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興趣。1636年10月28日，麻塞諸塞議會正式通過

議案，決定建立一所學院（郭健，2000）。按當時官方原始記載：「議會同意撥款四百英鎊開辦一所學

院。明年先支付二百英鎊，待工作就緒後，支付另外二百英鎊。下次議會開會期間，決定設校址和校舍

建築風格。」於是，這一天哈佛誕生，也便是美國高等教育誕生，而美裏堅合眾國於1776年7月4日才正

式成立。故也從此有「先有哈佛，後有美國」（朱學勤，1999；孫玉紅，2003）之說。

「劍橋學院」附近有一查理小鎮上居住著一位名字叫作哈佛（J. Harvard）的年輕清教牧師。他畢業於

劍橋大學伊曼紐爾學院，1637年抵達麻塞諸塞。不幸的是，哈佛到了北美不久便染上肺病，於1638年9月

14日去世。按遺囑，他的一半財產1共計719鎊17先令2便士和約400冊圖書全部捐贈給了「劍橋學院」。

這筆捐款幾乎相當於麻塞諸塞議會撥款的兩倍。為紀念哈佛先生的慷慨義舉，麻塞諸塞議會遂於1639年3

月3日將學院更名為「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從此，這一捐資助學之風，不僅成為哈佛學院

的傳統，而且潛移默化為美國高等教育的傳統（郭健，2000：9）。

（二）霍布金斯大學的誕生

大九世紀早期，在美國東部鮑爾梯瑪城有一大富翁霍布金斯，他自幼家窮，後隨母讀書後去城內做買

賣，因賺錢而開了一家公司，未幾十年就當了財主。他在七十歲時立一遺囑，要將所有遺產350萬美金分

給一醫學院和大學作基金。1873年，他七十九歲時逝世，他的遺囑生了效。翌年，即開始創辦大學，當

時董事會請哈佛大學校長艾略特（C.W. Eliot）、康奈爾大學校長懷特和密執安大學校長安其爾來研

究。那時如此鉅款辦大學，真是一件空前的事。那時該校董事長的意思是要辦一所「大學」，可是請來

的這三位校長卻勸他們要顧及環境，說甚麼南方不如北方文化高啦，辦大學不是從空氣裏能生長的等

語。後來，董事會請他們三人推選校長，三人卻不約而同的選出了吉爾曼來當校長，他發表了他的見解

說，應全力提倡高等學術，致力於提倡研究考據，把本科四年功課讓給別的學校教，我們來辦研究院，

我們要選科學界最高人才，給他們最高待遇，然後嚴格選取好學生，使他們發展到學術最高地步，每年

督促研究生報告研究成績，並給予出版發表機會。因為那時高水準的教授們，都在教學院的學識淺近的

學生，或受書店委託編淺顯的教科書，如果給他們安定的生活，最高的待遇，便可以專心從事更高深的

研究（姜義華，1998）。

這樣也便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所研究型大學──霍布金斯大學，它深受德國大學的影響，不論是建築經

費，還是管理經費，都只是佔大學開支的極小部分。校長吉爾曼極力將充足的資金用於人才，而不是蓋

樓和建設校園。早期的霍布金斯大學甚至連個足球場和籃球場也沒有，然而卻有大量的供研究專用的設

備，學校看上去更像工廠或大商店而不像大學（賀國慶，1998：206）。以至於有一位來訪者嘗言：「他

們有無數真正的研究，卻沒有一個可以醒目顯示的中心。」更值得一提的是，霍布金斯大學自辦學之初

就創辦科學刊物，這可謂美國發表科學刊物之創始。1876年，出版算學雜誌，1880年創刊語言學雜誌，

以及歷史政治學雜誌、邏輯學雜誌、醫學雜誌等八大雜誌，從而開一代研究時新風尚。

（三）斯坦佛大學奇跡

一個多世紀以前，當時斯坦福家族想把一億多美元的天文數字的捐款贈給哈佛大學，條件是要求哈佛大



學改名為斯坦佛大學，或者至少要把斯坦福掛在哈佛的名字後面。哈佛大學董事會則認為，世界上「先

有哈佛，後有美國」，豈能讓別人隨便改名呢？然後未果，斯坦福一怒之下說道，你不讓要我這個錢，

那我到美國西海岸去辦一所西部的哈佛跟你競爭，於是就有了斯坦福大學（丁學良， 2001）。

同一時期，在1876年，加州前州長老利蘭·斯坦佛捐出了其八千多英畝的原本專供培育良馬的帕羅阿圖

農場，決定創辦一所完全不同於東部常春藤聯盟的大學，即一個沒有宗教派系之爭、注重實用技術、培

育有教養的合格公民的大學。在經過五年的精心策劃和籌備後，一所融合了美國特有的崇尚個人奮鬥、

平等、務實的西部精神的現代大學，即在1891年10月1日，斯坦佛大學，全稱小利蘭·斯坦福大學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正式創辦了（亦可清心， 2002）。首任校長喬丹向師生和來

賓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說，他說：「我們的大學雖然是最年輕的一所，但她是人類智慧的繼承者。憑著

這個繼承權，就不愁沒有迅猛而茁壯的成長」。他宣布：「我們師生在這第一學年的任務，是為一所將

與人類文明共存的學校奠定基礎。這所學校決不會因襲任何傳統，無論任何人都無法擋住她的去路，她

的路標全部是指向前方的」。

1920年斯坦福大學還只是一所「鄉村大學」，但到了1960年她便名列前茅，到1985年更被評為全美大學

的第一名。斯坦福大學的崛起為矽谷微電子工業創造了條件，同時，矽谷的發展也幫助了斯坦福大學，

使她得以有今天的成就。斯坦福大學與矽谷彼此的發展之所以能聯繫起來，一方面是時代發展與演進所

提供的機遇；另一方面一些個人或集團的主觀創造力也是不容忽視的。在回顧斯坦福大學與矽谷相得益

彰的關係時，我們不得不關注連接斯坦福大學和矽谷的橋樑──斯坦福研究園區。

斯坦福研究園區是由斯坦福大學副校長特曼教授於1951年創建的，是世界上第一個研究園區，被譽為

「研究園區之父」。基於招攬出色人才和造就尖端科系的「學術尖端」構想，特曼教授和當時的校長華

萊士‧斯德林（Wallace Sterling）決定把斯坦福的土地變成金錢，而把錢──通過聘請著名教授──

變成了學術上的威望。他們的辦法就是如此簡單，出租土地為學校掙錢。在原來老斯坦福的贈予書內，

寫明瞭這些饋贈的土地（斯坦福校區）不許出售，但沒有禁止出租。所以，他們就劃出7.5%的校園土

地，約655英畝，出租給從事高科技產業的工廠，這便是斯坦福工業園區，即後來發展成為矽谷。

毋庸置疑，矽谷的崛起，為斯坦佛帶來的直接回報便是金錢，但最大的回報恐怕還是遠遠不斷的智力資

源和生氣勃勃的發展活力。房地產方面，早在二十世紀80年代，斯坦佛每年僅從工業園區的土地租賃中

就坐收600萬美元；專利出賣所得方面，從1970年至1998年，其收入已達3億美元；最為重要的校友捐贈

方面，1977年惠普公司的休利特和帕卡德兩人就捐助了920萬美元為斯坦佛建立了特曼工程中心，而在

1991年甘迺迪校長任上，斯坦佛一舉創造了校慶募捐126億美元的天文數字，這在整個高等教育史上也是

一件極為不可思議的事，讓豪華世家哈佛也望塵莫及。也就是這個「另類」的大學，集結了十七位諾貝

爾獎、四位普利策獎、220位美國藝術和科學學會會員和128位國家科學學會會員的強大陣容，可謂最具

美國色彩的研究型大學（閻光才，2003）。故而，人們又把它視為大學之中美國精神的一面旗幟或美國

美夢成真的典範之作。

（四）克拉克大學與芝加哥大學人才之爭

克拉克大學是美國第一所完全是研究生院的大學，1889年由百萬富翁克拉克（J.G. Clark）捐資創辦於

麻塞諸塞州的烏斯特。它主要是借鑒和吸納德國大學模式，並深受美國建國一百周年誕生的世界第一所

研究型大學──霍布金斯大學影響。辦學先期，校長霍爾親赴歐洲考察學習，並以此延攬了一大批的

德、法、荷、英等國著名大派教授、高水準學者（賀國慶，1998）。然而不久，霍爾與捐資人克拉克發

生了嚴重的分歧，後者認為霍爾對於研究生水準的科學研究過於強調，應該與對本科有效教學給予同等

關心。這樣內部的分歧，又加之克拉克搖擺不定的資金政策，終於給了芝加哥大學一可乘之機，挖走了



克拉克大學諸多的卓越的教師。

芝加哥大學是由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捐款二百萬美元創建的。校長哈珀上任一開始便尋思籠絡優秀人才，

當他得知克拉克大學許多教員因不滿捐款人的資金政策而人心惶惶之時，及時拽住了這一天賜良機，悄

悄的到烏斯特作了一次旅行。在霍爾校長蒙在鼓裏的情況下，他會見了大批教師，允諾芝加哥大學付給

他們的薪水將比他們在克拉克大學目前收入提高近一倍。在優厚待遇引誘蠱惑下，許多教師欣然前往。

雖然霍爾知道後大發雷霆，但為時已晚。他無不傷心的說：「克拉克大學成了牧馬場的作用，因為我們

的大多數教員完全被傾巢而出、移植到一塊具有充裕資金的土壤了。」（Westmeyer, 1985）

由此，克拉克大學則近於一蹶不振了，在後來的美國大學發展中名氣甚微、不見經傳，而芝加哥大學卻

是平步青雲、扶搖直上。其重金聘請的來自克拉克大學內外的諸多教師，加上其「研究工作是首要的，

其次才是提供教學；教師晉升的依據主要是科研而非教學」的基本政策極大的推動了芝加哥大學的成

長。其大學的榮譽是它的研究生和專業學科，出版社和科學期刊更是享譽歐美。在開辦四年後，其學生

總數已超過一千人，來源分布於美國乃至全球各地，比當時的哈佛學生數還要多，學校也日益成為舉世

公認的高級學術研究中心。DeVane（1965）認為：芝加哥大學在美國大學思想的發展中接過了霍布金斯

大學的接力棒。如果說霍布金斯大學是大學運動的先驅，那麼芝加哥則是大學思想成熟的具體體現，是

二十世紀美國大學的榜樣和楷模之作。

（五）美國大學接受捐贈的新近情況

據非盈利性機構美國教育資助理事會的最新資料，以2001年資料來看，按當年度淨收入計，得到當年度

捐贈最多的前15所大學如表1所示。

表1：2001年全美得到捐贈最多的前十五所大學

資料來源：華盛頓觀察（周刊），2002年第10期。另外：其他著名學府2001年所籌集到的資助包括密歇根大學的私人資

助2.18億美元，加州伯克利大學所獲私人資助2.02億美元；麻省理工學院按淨收入只排名第二十一，但總進帳為25.65億

美元，私人資助為1.99億美元；普林斯頓大學按淨收入排名第二十三，總進帳為14.70億美元，私人資助為1.84億美元。



三 西方社會中捐贈的現代觀念、規制與行動

在考察捐贈這一現象時，有人將其歸結於西方社會崇尚慈善捐贈、贖回原罪的基督教文化因素，這樣的

解釋雖然不無道理，但或許從二十世紀西方的稅法中去尋找答案會更確切些。美國法律規定，捐贈的財

富不在徵收遺產稅的範圍之內，而且捐贈金額的二分之一可以用於沖抵遺產稅。高額、嚴格的遺產稅，

最多使富人的遺產惠及一代人，而到了第三代，已所剩無幾。中國古人所雲的「君子之澤，三世而斬」

和老百姓所言的「富不過三代」，在西方不少國家竟演變成了一種制度。此外，西方一些國家的個人收

入調節稅，已使不少人月收入中的50％以上納入國庫。有的國家還這樣勸導富人們來納稅：你們來納

稅，政府就有錢；政府有了錢，就可以救濟窮人；窮人有了錢，社會就太平無事。如果你們不納稅，政

府就沒有錢；政府沒有錢，就不能救濟窮人；窮人沒有錢，就要殺人越貨；殺誰呢？首先殺你們這些有

錢的。所以，答案是：你們要納稅保平安（郝鐵川，2003）。

鄧小平曾經說過，有了一個好的制度，好人可以充分做好事，壞人無法做壞事；沒有一個好的制度，好

人不僅無法做好事，有時還會變壞。這句話樸素直白，準確地揭示了制度的功能。借著這段話，我們還

可以再引申出一句：一個好的制度，有時還可以使「壞」人變好人，或者說可以使人做好事。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富人們流行用捐款來建設博物館、音樂廳和大學。如今，美國人在捐贈時

更關注其他的問題，更關注自己捐贈的金錢的用途。「新一代的捐贈人更加關注人類社會迫切需要解決

的問題，例如衛生和教育。」雖然美國經濟面臨衰退，但是2002年度中美國人為慈善事業的捐款仍達到

了2400億美元，相當於巴西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去年美國前五十項數額最大的個人慈善捐款中，

有十項就來自遺產捐贈。捐贈物件也出現了全球化趨勢，捐贈人開始關注如何幫助全世界的貧困國家解

決它們的問題（廣西柳州市慈善會，2003）。

沃爾特‧休伯特‧安嫩伯格，這位三角出版公司的總裁，生前擁有一個巨大的媒體帝國。2002年10月1日

去世時，他擁有的個人財產估計價值四十億美元。這筆巨大的財富給了誰？在安嫩伯格的遺囑中，他將

自己投資的一半都捐贈給了慈善機構，用於大學研究以及兒童教育。為甚麼不將遺產留給家人？安嫩伯

格在遺囑中解釋說，他的家人已經生活得很好了，而「財富不應該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安嫩伯格應該

是美國富人處理自己遺產最新、最典型的代表：將自己所有的財產，或者說幾乎所有的財產，捐贈給社

會公益事業。 根據《商業周刊》公布的2003年慈善家排行榜，排名前三位的慈善家和主要捐贈方向分別

為：比爾．蓋茨、梅琳達．蓋茨夫婦主要資助衛生、教育事業；英代爾公司創始人之一戈登．莫爾、貝

蒂．莫爾主要資助自然資源保護和教育；投資商索羅斯主要資助建立開放與自由社會（搜狐財經，

2004a）。比爾‧蓋茨這位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擁有大約407億美元的個人財富，以前曾被巴菲特批評為

吝嗇鬼，然而至今他已為慈善事業捐贈了256億美元。最近比爾·蓋茨向外界公布了遺囑，其中宣布將把

全部財產的98%留給自己創辦的比爾·蓋茨和梅林達·蓋茨基金會。這個以他和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的基金

會將負責把這筆錢用於研究愛滋病和瘧疾的疫苗，並為世界貧窮國家抵禦這兩種疾病提供援助。在世界

富翁排行榜上名列第二的美國銀行家沃倫‧巴菲特也將他的大部分財富留給社會公益事業。在他的遺囑

中，他將總價值約305億美元的個人財產的99%捐贈給了慈善事業。同比爾·蓋茨一樣，巴菲特也指定了

遺產的用途：用於為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以及為計劃生育方面的醫學研究提供資金。

四 中國大陸地區捐贈情況分析

這裏，不妨以2004年中國大陸地區企業慈善捐贈為例著手進行分析和處理。



（一）捐贈排行榜

歐洲貨幣（中國）與中國社會工作協會企業公民工作委員會在2004年5月10日，正式共同發布了《2004中

國大陸企業慈善家捐贈排行榜》，這是內地首個此類榜單（表2）。

表2 ：2004中國大陸企業慈善家捐贈情況（前五十位）



資料來源：企業公民委員會，2004

（二）捐贈榜單分析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捐贈領域很寬泛，包括純粹利他性的捐贈，也包括互利性的贊助。一般的說，只將

福利、教育、醫療、環境四個領域的利他性捐贈納入統計範圍，但考慮到中國的慈善事業還處在初級階

段，這裏放寬了統計標準，以鼓勵更多的慈善意識和公益行為，故而將互利性的贊助行為也納入了統計

範圍。

從表2中不難得出，榜上五十位慈善家2003年度總共捐贈了10.2億元的現金和物資，其中教育和健康是最

主要的兩個最主要的捐贈方向（搜狐財經，2004a），分別有二十八和三十二家。因為非典的緣故，2003



年的慈善事業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健康方面的捐贈達到了一個高潮。慈善榜榜首的黃如論先生，僅

為非典就慷慨捐資1400萬元。一些制藥企業和醫療相關企業也在非典期間踴躍捐贈，既盡了社會責任，

也有效地樹立了企業的良好形象。

散財和聚財一樣，需要智慧和才能。新一代慈善家像經營企業那樣認真地對待他們的捐贈，要求資金使

用得有效、透明、看得見結果。企業家對捐助教育特別熱心，聖雄集團董事長林聖雄是內地目前捐助

「希望工程」最多的個人。除了希望工程外，不少企業家還都捐款設立了專門的教育基金，像娃哈哈－

浙大宗慶後研究生科研創新專案基金等。表2還顯示，排在第一位的北京金源房地產的黃如論、排在第四

位的廣東彭年事業的余彭年、排在第十七位的上海複星集團的郭廣昌、梁信軍以及排在第三十五位的邁

普產業集團的花欣均已把其捐贈款項投放於高等教育領域。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恰表明了實業界人士

的遠見卓識以及智慧民間性。同時，這也為中國經濟、社會、文化進程以及高等教育多元化、多樣性發

展帶來了新的課題與機遇、契機與挑戰，包括在實際運作中的探索、稅收政策的協調乃至學術界的思考

關注等層面。

五 一個經典的中國大學捐贈案例──「寧波幫」與寧波大學

「寧波幫」，是寧波尤其是寧波商人在開展商事活動中逐步形成並發展起來的一種群體稱謂，泛指舊寧

波府屬的鄞縣、鎮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個縣在外地的商人、企業家及旅居外地的寧波人（夏

炳章，2003）。鴉片戰爭以後，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商人都湧向經濟較發達的城市經商，形成了

商幫，當時較著名的商幫有「廣幫」、「徽幫」、「閩幫」等，但有些商幫逐步衰落，銷聲匿跡，而

「寧波幫」曆久不衰，不斷發展、壯大，尤其是在港、澳、台等地的「寧波幫」企業家，更是舉世聞

名。

崛起於東海之濱的寧波大學，在短短的十七年中，超常規發展，走過了國內一般高校需要幾十年才完成

的歷程，讓人驚歎，引人矚目。包氏教學樓群、邵逸夫圖書館、林杏琴會堂、黃陳月莉行政樓、曹光彪

科技樓、曹光彪資訊樓、包玉剛圖書館、包玉剛體育中心、逸夫教學樓、逸夫職教樓、龍賽理科樓、李

達三外語樓、湯於翰醫療中心、應虞房醫療中心、思禹建工樓、繡山工程樓、魏紹相館、杏琴苑、錦繡

學生活動中心、宗瑞航海樓、李興貴球場······這一幢幢用海外「寧波幫」名字命名的教學樓、

學生樓、實驗樓等，都能讓人觸摸到一顆顆「寧波幫」愛國愛鄉的赤子之心，都內在暗含了一個個生動

激情的故事。

然而，在1984年，寧波被列入沿海開放城市和計畫單列市，其時，寧波一缺資金，二缺人才。考慮到寧

波有人口500萬，地域一萬多平方公里，比香港大十倍，竟沒有一所大學，而香港550萬人口，卻有四所

大學。1985年10月29日，船王包玉剛出於鄉梓深情決定捐資2000萬美元，籌建佔地1283畝的寧波大

學。1991年9月23日，包玉剛先生不幸溘然長逝後，包玉剛的四個女兒於1992年向學校捐贈了500萬元人

民幣，作為「獎教金」以穩定師資隊伍。面對這份沉甸甸的「獎教金」，寧波大學全體教師表示暫時放

棄提高自己的福利，先從這500萬元「獎教金」中擠出380萬元用於建造五號教學樓。也因此，寧波市政

府決定今後按捐資者所捐款額一比一的比例由市財政撥款支援學校建設。

隨後，由香港榮華紡織有限公司董事長趙安中領銜首要的「寧波幫」，開創了捐建寧大的浪尖高潮，主

要有：香港「毛紡大王」、港龍航空有限公司董事會名譽主席曹光彪，香港安泰集團主席黃慶苗，泰昌

祥輪船（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顧國華，香港中華醫學會會長湯於翰，香港九龍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包玉剛先生的胞兄包玉書，著名實業家、香港中華總商會當然永遠榮譽會長王寬誠先生的長媳孫弘斐等

僑商知名人士。截止到2003年底為止，有近五十位海外「寧波幫」人士先後捐贈逾2.5億元人民幣（按當

年匯率計算）用於學校的教學樓、圖書館、獎學金等各項建設（嚴紅楓，2003）。



同時，考慮到大規模制度變遷、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具備了哈耶克所言的，為避免陷入「致命的自負」

或非理性的混亂而「在一切方向上努力」的可能性，這也是國內大學發展運作中所極為罕見的一種哈耶

克所提及的「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the 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或 「自發秩序」

（spontaneous order）（引自汪丁丁，2002）的秩序發展模式，華僑私人巨額資金捐贈起到了中流砥

柱的作用。它對於擺脫狹隘孤立的單部門大一統自戀型沙文主義的辦學模式，探索推助中國大學成長，

豐富完善中國高等教育激烈變革以積極蓬勃態勢參與並融入世界一流大學的競爭與合作視野範圍內，起

到了卓越鮮明的貢獻與可能。而寧大校方所採取的高水準人才引進戰略以及週末藝術電影放映薰陶校園

文化、活躍激蕩學術科研氛圍等常識性然卻出乎目前某些自命不凡的大學管理者視界之外的舉措，無疑

更催勁拓延了一所好大學的生命力空間。這是基於兩個一般性判斷，一是「大學之道，不在於大樓，而

在於大師與大道」，二是沒有好的經典電影放映，就別想著成為甚麼世界一流大學，因為沒有好電影

看，你哪來的自由自在的想像力空間，而沒有豐富發達的想像力空間，你的科研靈感與成果從哪裏

「熏」得出來？！

六 結論──關於財富、捐贈、規範以及制度的探討

返觀國內，相比較而言，中國雖已在2001年加入了WTO，在引導整體經濟運行由計畫模式向市場模式轉變

的過程中，中國政府所取得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也當看到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在觀念思路形成與制度

體系建設方面還依然稍顯滯後與阻障，修訂後的憲法還有待進一步落實到可操作的具體化層面上。有人

按慣性思維對富豪們的「財富品質」提出質疑：《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的上榜者不斷「落馬」，比如周

正毅金融案、劉曉慶被拘捕審查、楊斌的被監視居住、仰融的「出局」、張思民的「海王生物」接受中

國證監會的調查（李衛華，2004）。然而，尤突出問題是產權制度依然沒有明晰界定，這也就使得大量

民間閒散資金在國內找不到進一步釋放發揮作用的可能而出現逃逸現象嚴重，另方面，也看到我國大學

在人才培養能力、科學研究水準、服務地方經濟、引導國家需求、參與國際競爭、爭創世界一流等方面

尚處於不利不足地位。

正如Naughton等（1995）則認為，經濟改革為中國快速的社會發展和經濟繁榮鋪平了道路，但市場經濟

在激發經濟活力的同時只進行有限的政治改革，而且法制建設落後，缺乏相關的法規，從而產生通貨膨

脹，導致腐敗蔓延、資金外逃、社會發展不平衡與地區差距拉大等問題。Goldman和

Macfarquhar（1999）也分析指出，官員和企業所有者之間已出現了一種結盟合謀關係，國家和社會之間

的界限被模糊了。湖北日報評論員（2003）指出，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審批職能，不能體現市場主體決

策、收益、風險對稱原則；其低效率不適應市場競爭和技術快速變化的要求；由於存在嚴重的資訊不對

稱，容易造成「尋租」行為。White等（1996）用「分化與整合」來揭示中國這種社會變動現象，即：一

方面強調加強中央領導，另一方面各級領導都存在不得力的問題；一方面強調社會的整合，另方面卻出

現社會多元化趨向。易憲容（2003）認為行政管制阻礙了政府職能的轉變，無助於社會經濟資源的有效

配置。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這種沒有轉變職能的政府的觸角伸到哪個行業，這些地方的經濟運作無效

率或低效率就顯而易見。如金融、電力、民航等行業基本都是如此。楊小凱（2003）則指出，中國至今

還存在著三十三個行業的門閥壁壘（threshold）太高，以至於完全稀缺，造成硬性壟斷。因此，經濟改

革所釋放出來的能量不僅對中國的計劃經濟，而且對於政府職能都構成了新的機遇與挑戰。

再者，2003年SARS危機以及2004年禽流感疫情和阜陽「大頭娃娃」事件也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警示作

用，社會層面上許多問題的凸現彰露不能僅僅全部都要仍然依賴於一個龐大無形的全知全能型的鉗制政

府來調停從理，而作為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第三部門（NGO / NPO，非政府、非盈利組織，通稱

NGO），近年來在國際上漸有與政府（第一部門）、市場（第二部門）三足鼎立之勢。中國的NGO雖然剛



露苗頭，然而它植根於強大的世界潮流、國際上通行慣例和人們的普遍需要之中，因此創造一切有利於

NGO發展的土壤，讓NGO漸漸成為WTO框架容許的範圍內替政府分憂解難，協同增強大學以及企業的國際

競爭力，推進和完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周陽敏，2003）。

鑒於美國社會慈善捐贈的集聚和擴散效應在美國大學的成長以及美國國力的增強方面發揮著無比迅猛的

獨特威力考慮──看似微不足道的慈善捐贈，卻對於美國社會的穩態定型卻起到如此巨大作用，從學術

研究的角度，筆者以為我們政府宜儘早擬定明晰產權制度，起手劃分三部門行動空間，以使私人資本能

卓有成效的進一步成長、壯大、釋放、流動、讓渡，從而以期通過稅收調節、投資合作、慈善捐贈等方

式管道引導理順資本流向資金稀缺與人力過剩的高等教育領域，探討推助我國私立大學的茁壯成長以最

終不斷活躍經濟、繁榮社會、貢獻國家、造福人民。儘管這其中，可能會出現某些諸如個別資本借不正

當手段以攫取私利等暫時混亂局面、不確定因素，但這在學習型政府的不同於橫加干涉束縛的宏觀合理

規制下，負面因素並不足以影響未來私立大學優良發展態勢的。一旦將這些私人資本以及民間智慧解放

煥發出來，中國社會未來前景民生力量不可限量。因此，因噎廢食自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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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另說：蔡騏、孫有中（2000：154-169）「哈佛一半財產約780英鎊和320卷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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